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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张季鸾报刊思想的传统原动力归属

谭泽明

摘　要：张季鸾的报刊活动主要集中于新记 《大公报》时期，报刊思想主要包括 “‘四不’方针”、

“文人论政”和 “报恩主义”三个部分。张季鸾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影响，养成了其特有的文人办

报气质，成就了新记 《大公报》的辉煌传奇。张季鸾主笔 《大公报》言论的成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滋润和影响的结果，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原动力驱使与策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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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人、政论家，自１９１１年参加 《民立报》工作，到１９４１年逝世，度过了

整整３０年的记者、报人生涯。张季鸾怀抱救国理想，奉行 “四不”方针，一生笔耕不辍，为报界留下

了珍贵的政论文章。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纯洁报人，他仗义疏财，高洁自立，处处体现着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尊敬和认同。张季鸾是转型时代中特立独行的人，他的

报刊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原动力的影响，体现了中国报人独特的精神气质。

一、报刊活动概况

张季鸾的报刊活动阅历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０８年，之后，他曾在 《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信日

报》、《中华新报》担任主笔、编辑或记者工作，直至１９２６年主笔新记 《大公报》。张季鸾一生报刊活

动可分为三个时期。

（１）早年留学时期。１９０５年，张季鸾经学台沈卫保举，选中为官费留学生留学日本，先入经纬学

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期间，与同乡井勿幕交友甚好，业余时间被委任主编

陕籍留学生出版物——— 《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在此期间，张季鸾曾与于右任相识，并接受于的约

稿请求，为国内报纸寄稿。《夏声》于１９０８年２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名义为 “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

识”的学术研究刊物，实为除旧布新、推动革命的宣传工具［１］。该刊在日本印制完成，然后转寄国内

进行分销，在国内各省设立了 “代派所”，运到陕西的由西安公益书局代销，共出版９期。［２］

（２）归国初期。１９１１年初，张季鸾回到国内，出任于右任创办的上海 《民立报》编辑。１９１２年元

旦，中华民国成立。由于右任推荐，张季鸾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

文件的起草工作。期间，他曾及时向上海 《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

职情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３］未几，张季鸾随孙中山去职，陆续在 《民立报》、《大

共和日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等报刊从事主笔、编辑等工作，期间还因披露袁世凯 “善后大

借款”内幕和段祺瑞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当局，两番入狱。

（３）新记 《大公报》时期。１９２６年６月，３４岁的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在天津组建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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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股份有限公司。是年９月１日，新记 《大公报》问世。自此开始， 《大公报》进入张季鸾笔政时

期，直至病逝，在中国新闻业发展史上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张季鸾倾其所有感情于 《大公报》言

论和编辑，专心于报刊文字工作。在病逝前１８天，他还在指导编发 《大公报》社评 《我们在割稻子》。

他生前没有出版任何文集，逝世后由大公报馆编辑出版 《季鸾文存》，曾四次再版。该文集共收录张季

鸾生前发表的社论１７０篇，附录７篇。１９８９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民国丛书》，收录该书。

二、报刊思想和主张

张季鸾一生以报人自居，舍身为国，以纸笔为媒介，传递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长达３０

多年的办报生涯和始终如一的报刊思想主张，一直为新闻研究者所乐道，尤其是主笔 《大公报》后的

社论和报刊思想，是中国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的一笔宝贵财富，集中代表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

精神追求。简要总结归纳张季鸾的报刊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１）“四不”方针。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新记 《大公报》第一版，刊发了张季鸾撰写的 《本社同人

之志趣》，提出办报的总方针，即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是张季鸾报刊思想的主要概括，集

中体现了其办报的方针准则。“不党”就是不与任何党阀派系发生联系，“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

此外无成见，无背景”［４］，远离政治漩涡，避免卷入党派之争、派系之争；“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

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４］（３），力求言论独立，摒弃

当时盛行的收受 “津贴”的社会不良风气；“不私”就是不图谋私利，持公民立场，“愿向全国开放，

使为公众喉舌”［４］（３），建成为公共的舆论空间，效仿英国 《泰晤士报》；“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

不盲动、不盲争。［４］（３）在沪版 《大公报》创刊之际，张季鸾重申了 “四不”办报方针，“将继续贯彻其

１０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５］。在张季鸾在世期间，其报

刊思想主张始终如一，《大公报》的品格始终未变。

（２）文人论政。中国近代报刊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诞生于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有着特殊的历史背

景和特殊的历史人物，其办报的主体也多是文人和知识分子。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修齐治平，香港中文大学的李金铨教授就认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族倾向，深信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６］这已经成为一种数千年未曾变化的普通的民族习性。关于报刊的性质，张季鸾说，“各国的报

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５］（３６６）。言外之意，中

国报刊首要的性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事业的媒介工具。在国家和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年代里，张季鸾

认为，“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７］可以说，“文人论政”是中国

报刊体现中国报人精神的特殊方式，即重清议和建言，而不参与政治，力求 “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张季鸾将 《大公报》同人打造为职业的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

求财，并且不求名”［５］（３６６），并认为这是 “士人常行”。有论者就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 “性质已经超

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８］胡政之在 《季鸾文存》序言中

说，“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认为 “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

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３）报恩主义。张季鸾主笔 《大公报》期间，在许多场合表达了这一人生观。他始终抱着回报社

会的思想意识，立足本职工作，忠于国家和人民，充当公民喉舌。在 《归乡记》中，他曾概括了报恩

思想：“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７］（８）张季

鸾对报恩思想进行了拓展和升华，由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民族祖先之恩。张季鸾认为这种思想是

“很对很需要”的。同时，他也认为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必一律，只 “希望大家都亲亲而仁民，推

广骨血的至情，涵养爱人爱国的挚感”［７］（１０），他自己则是一直强调 “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这一人生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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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反映了朴素的中国传统士子情怀，忠君爱国之情。为报恩而忠于道德、忠于职业、忠于理想追求，

处处树立报人典范。

三、儒家思想影响

张季鸾的报刊思想深刻地受到儒家传统影响，这与其早年所受教育分不开，特别是幼年的家教和

青年时期接受的关学思想，使其对儒家传统忠孝思想有了深入骨髓的认知。

（一）幼年家教的影响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１８８８年３月２０日生于山东邹平，从小受到齐鲁文化滋养。张季鸾的父亲张

楚林早年习武，后弃武从文，考中晚清进士，官至知县。可以说，张季鸾幼年生活在一个传统士子家

庭。１９００年，张季鸾不幸幼年丧父，其母带兄妹三人历尽万苦，扶柩西归，返回到祖籍陕西榆林地区。

作为传统士子子弟，张季鸾幼年所受教育仍停留在旧时代。１０岁左右，张季鸾 “四书五经都已读

熟，还常常爱问国家大事，也不时把他藏的顾亭林、黄宗义、王夫之的著作翻看。”［９］父亲张楚林 “清

廉刚直”，没有遗留下什么家业，凸显了旧时文人两袖清风的风骨气度。在 《归乡记》中，张季鸾说

“父子两代，没有增加过财产，只有减少些”，以至于 “现在所住的一院旧屋，还是乾嘉时代的祖产”。

张季鸾去世时，亦未给家人置办什么产业或财产，可见受其父之操守的影响至深。此外，张母青年孀

居，深明大义，含辛茹苦操持家业，坚持送孩子读圣贤之书。这种恪守传统妇道的行为，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张季鸾的思想。在遗嘱中，张季鸾也说：“至关于余子之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

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追根溯源，我们能从张季鸾的幼年经历发现其之后的行为选择。

这段幼年正统的家教培养和痛苦经历，让张季鸾思想和心迹不同于一般的留洋知识分子。传统的

思想文化意识深刻烙在心间，奠定了其以后的基本人生态度，尊敬长辈，关心国是，存感恩之心、仁

爱之心等成为以后的做人准则。张季鸾的独子大名唤作 “士基”，似乎印证了其传统士子的情结。

（二）青年关学思想的影响

青年，是一个人思想逐渐成形的重要时期。年轻的张季鸾曾先后在榆阳书院、“烟霞草堂”、三原

宏道高等学堂就学。在 “烟霞草堂”求学时，他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获得真传。后来，他又追随刘

古愚到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学习，打下比较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奠定了坚实的国学修养和浓厚的儒

学情结。

关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分支，发源于陕西境内，主要代表人物是宋代的张载。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学

说，特别强调 “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躬行礼教”等，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

其最著名的格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具有包括宇

宙、吞吐八荒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冯友

兰先生认为其概况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

作为关学余脉的刘古愚是晚清关学大师级人物，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

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在维新变法中，社会流传 “南康北刘”之说。并且，刘古愚对自己的学问并

不守旧，而是主张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身体力行印证了 “经世致用”、“笃行践履”的思

想宗旨。有研究者已经指出，以后接受关学思想影响者，“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

板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１０］。刘古愚一生践行和传播关学思想，培养出于右任、吴

宓、张季鸾等民国众多优秀分子。

张季鸾在师从刘古愚学习期间，思维敏捷，刻苦用功，颇受赏识。在人生学识增进的重要时期，张

季鸾深受关学思想的滋养，无形中养成了具有高尚情操和伟大抱负的良知知识分子。纵观张季鸾３０多

年的报业生涯，处处彰显了关学思想的影子。笔政新记 《大公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他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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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立场，启蒙思想，救亡图存，极力呼唤社会良知，渴望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按照他自己的话就

是 “善尽新闻记者天职”，“期对于国族有所贡献”。同时，在言论写作中，对符合民族大义的人物、事

件等不遗余力赞颂，如歌颂马占山：“马将军与所部将士之苦节忠心，则已永共民族生命以不朽”。［１１］

四、儒学的传统原动力归属

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可以说，“这

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１２］。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是这种伦理的维

护者，同时也是这种伦理的实践者。儒学思想历史嬗变悠久，内容体系庞杂，本文无力深究亦无意深

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与少年即留洋海外的大多数青年留学生相比，张季鸾身上体现更多的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征，展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独特气质。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和主张，以

及 “文人论政”的办报行为，是源于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的原动力，即其报刊活动的最原始动因。这

种儒学传统原动力不仅驱动其文人论政的精神思想，同时驱动其文章报国的实践行为。

（一）精神层面：儒家知识分子的潜意识追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始终拥有胸怀天下的品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意识促使其对于国

家大事予以诸多关注，带有 “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１３］，可谓 “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有研究者就认为，“千百年来，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儒家的原则

为依归，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怀”［１４］。这一情怀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可以说是属于精神信仰

层面的，是任何外在力量都难以改变的。这也是中国近代报人不同于欧美报人的一个不争事实。

作为受过儒学思想浸染，聆听过关中大儒刘古愚亲自教诲的张季鸾来说，其精神思想中已经深深

烙下儒学印痕，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其所接受的关学，“以 ‘气本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以注重气

节、主张 ‘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学风，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与强调心性净化的心学在关学中有机融

合”。［１５］其一生的活动都反映了这种追求，所以才有被公众接受并认可的春秋笔法。在言论写作中，张

季鸾呼吁：“相信我们每一个读者，都是贡献其一切于国家，都守其岗位，忠于工作。”［５］（３６１）他本人也

一直强调 “要公要勇要诚”，认为办报成功的秘诀就是 “曰忠曰勇”。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

关注着国家命运，对国家前途命运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在遗嘱中，他说，“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

尽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这一心迹表露真有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味

道。只可惜，张季鸾并未等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消息，便因病去世，终年仅仅５３岁，令人扼腕。周

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

所矜式。”可以说是对他人生恰当而中肯的评价，是对他精神思想和价值追求的最好肯定。

（二）行为层面：经世致用思想的践行运用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积极入世的共同行为特征，“自任以天下之重”。这正如孟子所

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一个军阀混战、政权不统一、随时面临亡国灭种危

险的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民族独立作出贡献是每一个士子的本能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

张季鸾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同时面临内忧外患。内不能完全启发民智，建立完成统一

的独立主权国家，民生凋敝；外不能有效抵御帝国入侵，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沦丧。这种特殊

历史状况，让一介文人的确十分焦虑和无奈。张季鸾公开疾呼：“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

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１１］（３０）他在报刊活动中，时时思考服务国家事业、民族大业。更难能可贵的

是，他同时不忘记批评和反省自我，“自己觉得在报界多少年，眼看着国家地位至此，还在做记者，实

在没有面子”［１６］。

张季鸾在言论写作中从不忌惮权势。主笔新记 《大公报》，张季鸾发表了著名的 “三骂”文章，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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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羁，超然物外，有理有据有节，以至于蒋介石每日必读 《大公报》，了解国情舆情。张季鸾的言论

始终关注民众启蒙。他积极普及民主民权知识，启发民智，进行思想输入，利用报刊阵地与青年探讨

人生问题，探讨妇女民权问题等，可以说是一位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的特质，并兼有西方民主

政治与自由主义的思想”［１７］的人。张季鸾写文章论政从不受任何势力左右。他论政但不干政，“向以办

报为职业，不兼任何政治上任何职务，不作求官求差之任何活动”［４］（５９），始终持知识分子中间立场，避

免受到政见、党派的干扰，努力发出真挚的、公平的声音。

五、结束语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张季鸾是始终以报人身份守护精神追求的重要新闻人物。他深受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浸润，养成一身浩然之气，是新闻界的一个楷模。周恩来认为他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

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于右任的评价是 “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虽然，“由于中国伦理道德正统观念的影响，中国文人又把自己政治思想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

最高统治者身上。”［１８］张季鸾并未超越历史，依然寄希望于社会最高统治者，但却从精神思想上传递出

中国传统原动力推动历史进步的事实。 “一种文化中最习以为常的部分往往隐藏着它最本质的密

码”［１９］，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和行为反映了中国这一隐秘的动力：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动

力。中国这一传统原动力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一种舍己为家、舍己为国的浩然之气，是民族精神和中

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潜在的传统原动力的驱使和策动，才有了民族国家的前进与复兴，是

中国力量得以加强的精神原动力。

参考文献：

［１］李福荣风雨沧桑话《夏声》［Ｊ］新闻知识，１９９２（２）：４３

［２］王公望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的刊物———《夏声》［Ｊ］兰州学刊，１９８４（３）：８４

［３］《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新闻界人物（一）［Ｚ］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０７

［４］方蒙《大公报》与现代中国———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大事记实录［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２

［５］张季鸾张季鸾集［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４３

［６］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Ａ］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９

［７］张季鸾季鸾文存（下）附录［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９：３０

［８］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Ｊ］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４）：１０２

［９］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Ｊ］今日中国：中文版，１９８４（８）：６８

［１０］李廷华“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Ｊ］书屋，２００３（１）：６３

［１１］张季鸾季鸾文存（上）［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９：５８

［１２］费正清，赖肖尔 中国：传统与变迁［Ｍ］张沛，张源，顾思兼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６－１７

［１３］李云豪浅谈传统思想对张季鸾报业活动的影响［Ｊ］科技信息，２００７（３１）：３１１

［１４］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０（１）：１０６

［１５］刘澍涛试论关学对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影响［Ｊ］今传媒，２００６（８）：５９

［１６］张季鸾我们有什么面子［Ｊ］国闻周报，１９３５（４）：１

［１７］李瞻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０（９）：１０８

［１８］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Ｊ］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０２（３）：５８

［１９］姜红，於渊渊从“名士”到“报人”：近代中国新闻人职业身份认同的承续与折变［Ｊ］新闻与传播评论，２０１０：２１１

２６


